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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中国新电影运动
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一次历史性考察
○ 周传艺
次电影语言艺术革新的实践——的探讨与思考，成为
切入“中国电影学派”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有效途径。
1988年，由《电影艺术》编辑部正式提出的“中
国新电影”的概念，是对彼时刚刚落下帷幕的电影
创新运动较为贴切的命名，但这一命名逐渐被“第
五代”这一概念所替换。这一错位的选择随着第五
代创作群体的纷纷转型，更加失去了合理指代这次
电影艺术运动的功能，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使得当下
的电影批评处于话语缺失和无力的状态。重新发掘
“中国新电影”这一命名的历史价值，在其原本指代
的模糊性、含混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再解读，对
于重新认识第四代导演群体的贡献，并将其更为合
理地建构在改革开放以来电影发展的历史序列中，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理论话语的渗透，以及我国
电影创作实践的复杂与多变，对于“中国电影学派”
的认知与建构在纷繁杂乱的话语体系中一直处于失语
的状态。虽然我们对于电影民族化、电影自主性等问
题的探讨从未停止，甚至某种程度上也已触及到电影
本体反思的内核，但却始终未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知识
价值体系。另一方面，随着新时代电影产业的迅速崛
起，重新“表述自我”以及重构“新主体”的诉求，成
为当下亟需解决的任务。面对“为何没有我们自己的
‘中国学派’”的诘问，我们不仅需要重新整合、阐发
电影艺术观念，同时也需要再认识被遮蔽、被忽视的
历史论争，给予其合理、正确的评价与认知，这也是
一个重新确立自我主体性的审视过程。在这一意义上，
20世纪 80年代我国有关“中国新电影”——作为一
摘  要 :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中国新电影”的概念，相比长期以来使用的“第五代”，更能准确地指代同一
时期的电影艺术运动。重拾并反思“中国新电影”的命名方式与历史价值，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当下对
这一运动的批评话语缺失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对电影本体的再认识、对自我主体性的再审视过程，
进而能够有效地将“中国新电影”的艺术实践纳入到中国电影学派的历史建构之中。
关键词 : 中国新电影  第五代  中国电影学派
周传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 2016 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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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搁置与错位：语用修辞的历史论争
1988年 9月下旬，《电影艺术》编辑部在京西卧
佛寺饭店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中国新电影研讨会”，
并将“中国新电影”与“第五代”两个概念联系起来。
在这次筹划了近半年的会议中，对刚刚落下帷幕的电
影艺术运动进行了史学界定与语用商榷，并首次正式
提出了“中国新电影”的概念：
“所谓中国新电影是指 1983 年以后出现在中国银
幕上的一批由年轻艺术家制作的具有新的世界观、艺
术观，具有新的艺术形态的影片，如张军钊的《一个
和八个》、陈凯歌的《黄土地》《孩子王》、吴子牛的
《喋血黑谷》《晚钟》、田壮壮的《猎场札撒》《盗马贼》、
胡玫的《女儿楼》《远离战争年代》、黄建新的《黑炮
事件》《错位》、张泽鸣的《绝响》《太阳雨》、周晓文
的《最后的疯狂》、张艺谋的《红高粱》、孙周的《给
咖啡加点糖》等。”[1]
该次会议同时涉及到一个问题：如何更加准确地
表述中国电影的新形态？针对于此，大部分与会者
都普遍认为，“‘新电影’的概念比较‘第五代’等说
法更能切近电影形态本身”[1]。然而，“影评界对这个
结论的争议是十分激烈的，但此后政治和经济环境的
巨大变化使人们不再可能举行这种会议，对‘中国新
电影’及其‘第五代’的相关争议被搁置起来了”[2]399，
并且此后随着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在国际上屡获佳绩并
深入人心，“中国新电影”这一命名逐渐被“第五代”
的表述所遮蔽，成了一处被人们“遗忘”的历史角落。
反观“中国新电影”这一措辞，相对于“第五代”，明
显更具合理性：人们将其看作是“电影理论界基于冷
静、务实的客观心态”而提出的，旨在表述“中国电
影艺术运动由内而外的全新面貌和精神”，它同时“避
免了使命名陷入一种既定定势、既定规范”[3]。因此
选择“中国新电影”而不是“第五代”的语用修辞，能
够表明我们对于这一时期电影本体探索的认识，更多
地是从电影创作、观念、美学、形式等功能出发，而
不是某一群体。
詹明信曾在《重绘台北新图像》一文中，寻求台湾
新电影发生的现代性经验，并将其与（内地）第五代群
体进行了风格对比。[4]157这从另一方面说明，“第五代”
与“新电影”作为两个语用措辞，在表述与归纳的过程
中，被放置到“替代”与“置换”的等同价值体系之中：
前者是以“代际”、“年龄”、“群体”作为创作者共同
品性或相近特征的描述；后者则是指代了一场“运动”
及其所带来的变革的历时性完整过程。有关导演代际
的划分方式，早在 1986年邵牧君的《中国电影创新之
路》一文中就提出了质疑：“所谓‘五代中国导演’的分
法，源于何处何人，我不甚清楚。（但）这个分法颇有
‘中国特色’，但甚不科学。以导演开始独立指导的年
份作为划分的依据，并不能说明导演的创作特征……
随着时代的递变，他们旧的特征会随之消失，而与下
一时代的新导演具有共同的特征”[5]。可以说，单方面
以“代群语码”作为参考的划分依据，不仅忽视了创作
个体的能动性，同时以此来判定影像作品的艺术特质、
风格特色，实则是一种反向逻辑。而后来将“第五代”
等同于“新电影”、“艺术运动”的逻辑置换，一方面
已成为人们循规蹈矩的价值判断，并在国内外电影批
评文本中随处可见；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当下电影批评
的过程中，我国 1980年代电影艺术运动的合理性表述
处于话语缺失的状态。“在人们的印象里，探索性影
片（后来正规为实验电影）是和第五代导演连在一起
的。其实这个印象并不正确。”[6]更为明显的是，1990
年代以来，第五代导演开始了个人化和商业化的探索，
无论是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菊豆》、陈凯歌的《霸
王别姬》《风月》《秦颂》，还是黄建新的《站直啰！
别趴下》、吴子牛的《太阳山》《城市猎人》等，在市
场浪潮的推动下，开始寻求艺术与商业的结合；而步入
新世纪以来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
甲》、《长城》、《搜索》、《道士下山》、《妖猫传》等作品，
更是成功地完成了商业蜕变。有些学者已注意到了这
一现象，并将第五代群体以 1993年为界 [7]划分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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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与“后五代”，分别从“个体影像风格的凸显与
整体影像风格的消解”[8]、“市场化转型与艺术风格的
转向”[9]等方面，对“后五代的出现”这一文化现象进
行了客观评判。
如果说早期的“第五代”作为“先锋性”、“艺术
性”、“现代性”的同义语，具有替代“中国新电影”
的合法性依据，那么随着 9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这
一文化运动主体纷纷“商业化转型”，这一“合法性表
述”的弊端逐渐显影。从“实验影片”到“探索影片”，
从“先锋派”到“前卫电影”，从“三梯队结构”到“五
代创作群体”，各种各样的名词概念层出不穷，一定
程度上体现出了我们对于这场轰轰烈烈的电影艺术运
动缺乏深入的分析与内在的把握。“第五代”的语用
修辞作为自觉而非理性的“错位选择”，其作品在经
历了主题表达、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分化之后，这一群
体也不再具备整一性与向心力；这一命名内部出现的
含混、裂隙、抵牾与排斥，也使其不再具备“准确地
指代电影运动”的社会功能，转而变为一个空洞而乏
力的符号能指。因此，面对这一话语缺失的现状，我
们如何来形容 1980年代的电影艺术创新运动，成为
了当务之急。同时，对于重新认识“中国新电影”的
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也就变得极有必要了。
二、补遗与赋义：再思中国新电影运动的始末
（1979—1987）
在此之前，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当我们重新选
取“中国新电影”这一命名时，是否与“中国新电影
研讨会”中对于“新电影”的认识相吻合？其实，研
讨会中对于“中国新电影”的表述呈现出了含混性与
矛盾性。会议中虽然刻意弱化了群体指向，但还是延
续了“第五代”的命名思维。会议中使用的“新人”这
一表述很大程度上是对以陈凯歌、田壮壮为主的北京
电影学院 1978级的“青年电影人”的指代和替换：“这
是本刊于 1985年为初上影坛的《一个和八个》《黄土
地》们召开‘青年导演摄影研讨会’后又一次规模更
大、学术准备更充分的研讨会”[1]。另一方面，对于
“新电影”的命名提出，其价值和意义主要在于“全面
的电影化，是电影表现功能巨大而全面的突破……反
常规的形式特点，对传统的电影思维模式形成了有力
的冲击。它在电影观念上的突破也是有目共睹的”[1]。
由此可见，肯定“新人”的同时又否定了“第五代”的
表述方式，强调“新电影”的价值与意义却又将时间
限定在“第五代”，这一自相矛盾的情况导致了其无
法合理、客观地评价同一时期第三代、第四代影人的
创作成果，而他们（尤其是第四代）都为推动电影形
态的革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包括电影语言的探索、
电影观念的论争、电影理论的推广等。正如贾磊磊所
言，“第四代导演是真正告别传统中国电影的一代人。
他们以写实主义为电影旗帜，以巴赞的美学理论为指
导，完成了中国电影从旧式的传统戏剧向现代的叙事
电影的演变……他们所创造的那些引领时代电影的作
品必将纳入到中国电影学派的历史建构序列之中”[10]。
在此基础上，我们的问题是：应当如何来重新定义“中
国新电影”？中国新电影运动的起止时间如何确定？
我们如何能在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过程中赋予其新的
内涵？因此，基于种种疑问，对“中国新电影”的概
念进行再解读，成为了必然选择。
可以说，中国电影学派“不是一种按题材分类、
按固定群体聚集的创作团体……应当是那些在中国电
影史上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正确的社会思想方向、能够
体现一个时代前沿性的艺术美学风范、能够凝聚一
个时代民族文化精神的影片”[11]。因此，我们把握新
电影的“新”，必须同改革开放“新时期”紧密结合起
来，新时期与新电影的文化共振，成为我们以“正确
的社会思想方向”来认识电影艺术变革的先行逻辑；
同时，“新”还指代了一种转变和质变，即“实践本体
（即人）自觉推进历史的一种创造性活动和按照发展
逻辑对原有平衡进行质向突破的一种理性转换”[12]11，
这也就要求我们必须以一种现代性的、适量的时间观
念，将“新 -旧”的交替意识置于一种明确的历史维
度中。因此，我们可以将“旧”理解为旧的电影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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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主要表现在——基于“十七年”电影、“文革”
影片、苏联影片叙事陈规的延续——僵化的镜头组织
方式和强化的戏剧张力结构；以及旧的电影理论和观
念，如缺少独立的电影理论——“电影理论往往与文
学理论、戏剧理论乃至政治理论相互交织，电影批评
与电影理论也未明确区分”[13]14，以及重教化轻审美、
重内容轻形式等。因此，在新时期的社会思潮和精神
风貌的影响下，对电影语言体系、电影理论观念进行
的革新与突破，成为中国新电影运动的内在精髓。
从这一点来看，陈犀禾、潘国美日后对中国新电
影进行的表述更加贴切：“这里所谓的新电影，我们泛
指从 70年代末到 80年代中包括第四代‘电影语言创
新’浪潮和第五代‘影像美学’在内的一系列电影形
式和艺术创新的现象”[14]。将第四代电影语言创新的
浪潮纳入中国新电影的概念范畴，是在“中国新电影
研讨会”的基础上进行补遗、赋义的必要阐释。钟大
丰曾在《再谈中国电影创新之路》一文中，深刻思考
了中国电影的创新运动“究竟始于何时”的问题，并
认为：“新时期电影变革首先打出艺术运动的旗帜，这
本身就是一项极为值得称道的创新之举，其意义远远
超出了他们所提倡的具体技巧运用本身”[15]。文中谈
及的“艺术运动旗帜”主要是指 1979年张暖忻、李陀
发表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该文率先以全
面、系统的论述以及较为深刻、前卫的理论，拉开了
我国电影语言变革的旗帜。作者在文中呼吁：“我们
必须自觉地、尽快地对我们的电影语言进行变革”[16]。
难能可贵的是，二人同时注意到，通过形式语言来建
构自己的民族风格。这种自主性的反思在接下来的探
索性影片中刻下了深刻的烙印。虽然这一“檄文”在
某些方面透露出了一些问题，但它迅速掀开了电影语
言、形式、观念、创作等方面的革新。随后，包括
《小花》、《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等影片开始
突破传统的电影语言表现形式，自觉地使用西方现代
派的技巧对传统的戏剧结构、镜头组接进行革新；《沙
鸥》、《邻居》、《见习律师》等具有纪实美学特色的
影片开始运用长镜头、实景拍摄、自然光效等手段，
将中国电影的创作引入到现实主义的文化背景中；《一
个和八个》、《黄土地》、《猎场札撒》等影片凭借强
烈的造型意识、空间意识，开始强化主体意识的表达
与文化本位的反思。
然而，这一运动究竟止于何时的问题，“中国新
电影研讨会”并没有回答。其实，中国新电影运动只
不过是新时期中国文学艺术领域发生的变革运动的
一个组成部分：在文学领域，出现了朦胧诗、先锋小
说、寻根文学等运动；在美术领域，则出现了星星美
展、85新潮等……最后结束于 1989年 2月于中国美
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这次“中国现代艺术
展”与同一年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的行为被学
者们共同视作“后新时期”的标志性事件。这一时期
的现代主义运动无不呈现出对形式主义美学的偏爱，
其创作实践的背后，是通过审美批判来表达对长期以
来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刻板意识形态的反叛。因
此，市场的介入与“电影化”使命的完成，成为新电
影运动落幕的两个标志。这一点与冯骥才对“新时期”
结束原因的总结相似：挣脱“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使命
完成；“使文学回归自身”的使命完成；读者群涣散；市
场经济的猛烈冲击。[17]从这一角度讲，1987年无疑
成为了中国新电影运动结束的时间点。从电影生产来
看，这一年中国新电影运动中涌现出的很多导演开始
转型，吴贻弓拍摄了《少爷的磨难》，张艺谋拍摄了
《代号美洲豹》，田壮壮拍摄了《摇滚青年》，滕文骥
拍摄了《飓风行动》，黄蜀芹拍摄了《超国界行动》等
等；娱乐片的创作比例也以 1987年为界，开始形成“半
壁江山”。[18]从电影政策上来看，各大制片厂进一步
呼吁的体制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的步伐；广东省对现
代影院由大厅到多厅的改造 [19]，使观众具有了市场
化的自主选择权；全国电影创作会议正式提出“弘扬
主旋律”，主导文化的强势介入成为电影创作的又一
个转折点。从电影观念上来看，由《当代电影》编辑
部召开的“对话：娱乐片”的三次大讨论，成为为娱乐
片“正名”的标志性事件：会上对于通俗论、感性、反
压抑、接受认识等方面的探讨，成为将电影导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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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的趋势的表现。此外，对于“电影化”使命
的探索也随之终止。1987年的《红高粱》则被认为是
重新把电影“纳入到了传统的叙事神话之中”，它将
新电影运动建立起来的无序的、反叙事的模型打破了，
是“新电影的一次根本性的转折”[20]。
三、融合与贯通：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三个层面
中国电影学派的具体内涵，是指“在中国电影的
历史上涌现出来的一系列优秀影片的集合体，与一系
列理论成就的综合体。它们共同体现的中国精神、中
国力量、中国价值、中国风范承传绵延在中国电影
一百年的历史传统中，特别是融会贯通在 1949年以
来的中国肌理之中”[10]。由此来看，中国电影学派的
建构至少要兼顾到三个层面：具有国家层面的指向性，
具有电影创作的代表性，具有理论观念的革新性。中
国新电影运动较为全面地融合了国家层面、电影层面、
理论观念层面的创新成果，同时也通达了中国电影学
派的文化脊髓，成为中国影史的发展过程中的一页华
丽的篇章。
（一）国家层面的指向性
国家层面的指向性，最明显的应该表现在作为生
产主体的国营电影制片厂及同一时间的电影发行放映
体制，能够为“新电影”创作的导演群体“保驾护航”。
首先是，在原有的 7个故事片场的基础上，开始“省
省复办电影厂”，逐步新建了广西、湖南、新疆、内
蒙制片厂，并且“依靠这 11个厂，36个摄影棚，不
建新厂，到 1985年实现年产 120部影片的规划”（后
建设为 16家故事片厂）。[21]202与此同时，1983年下
发的国务院办公厅规定指出，“未经国务院批准的电
影制片厂不可以再拍故事片”。这也意味着影片的生
产主要是来自国营电影制片厂。虽然 80年代已经具
有了独立制片、民营电影制片的萌芽，如 1985年由
张刚创立的南昌电影电视研究所、1989年由肖朗创
立的金岛影视公司等，但都处于边缘的境况，并未形
成主流。此外，电影的发行政策也为“新电影”的形
成创造了条件。1979年开始，中影公司对制片厂生
产的影片统一按照 90万元（人民币，下同）的价格购
买，这一政策以后又经过了几次调整——如 1983年
中影公司调整了结算比例，使得收购影片的价格由
90万元变为 90-108万元之间 [22]46；1987年又开始提
供代理发行、按比例分成等多种结算方式 [22]48，等等。
这些政策没有触及到对发行体制的根本变革，反之，
对于市场的“摒弃”实则为“艺术”的探索铺平了道路，
从而出现了众多“不考虑经济回报”的优质影片。因
此，在“国家办厂”、“国家生产影片”、“国家发行”
的闭合生产体系下，为这一时期的影片打上了明显的
“国家”属性。由 1983年吴贻弓的影片《城南旧事》
获得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开始，中
国新电影以革新后的新形态开始走进世界的舞台：《没
有航标的河流》、《孔雀公主》、《边城》、《黄土地》、《良
家妇女》、《野山》等影片，频繁获得国际电影节的奖
项；90年代初的《香魂女》、《霸王别姬》、《秋菊打
官司》能够横扫欧洲三大电影节的最高奖项，其实质
亦是中国电影的世界突围。
（二）电影创作的代表性
电影创作的代表性主要是指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
的优秀影片，这是通过电影语言的革新，使其摆脱戏
剧性、舞台性、文学性等方面的束缚，逐步实现了电
影的“电影化”。这些影片体现出了以杨延晋、张铮
等人为代表的诗意美学；以胡炳榴、吴天明、滕文骥
等人为代表的纪实美学；以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
等人为代表的意象美学，他们合力逐步使中国电影完
成了从“表现现实”到“再现现实”，再到“反思现实”
的转变。这一历时性转变逐步形成了一种“反思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使这一阶段的电影创作成为
极具代表性的美学实践。同时，电影美学的多元探索
还体现在涌现出了众多优秀的女性导演，包括黄蜀芹、
张暖忻、胡玫、史蜀君等，她们创作的影片包括《沙
鸥》、《人·鬼·情》、《女儿楼》、《女大学生宿舍》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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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种朦胧的现代女性意识聚焦女性个体的命运，切
入到传统文化性别伦理的反思中。其中，《人·鬼·情》
甚至由于表现出对“伪善而孱弱的男权社会性别景观
的质询”，而被戴锦华评价为“迄今为止中国第一部、
也是唯一一部‘女性电影’”[23]149。中国新电影取得成
就的主要原因，是在国家“保驾护航”的体制下建立
起来的“电影自主原则”：作为“为艺术而艺术”的“电
影化”过程，电影的创作追求以口碑、评价、奖项等
为表征的“象征资本”替代票房、拷贝等经济形式，
体现了一种“输者为赢”的、颠倒的经济模式。一方面，
诸如《孩子王》、《盗马贼》、《猎场札撒》、《晚钟》（获
奖前）等影片拷贝数量不足 10个，甚至出现了一些
零拷贝影片；另一方面，制片与发行的矛盾逐渐突出，
制片厂在经济状况窘迫的情况下举步维艰，不得不做
出调整机构、以副促影、向社会寻求投资等措施，最
终将电影导向了市场。
（三）理论观念的革新性
中国电影学派对于“学派”的强调，使得其建构
取向不应仅局限于“国家层面”和“电影层面”，而是
应该建立起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理论观念，能够
接受学术理性的衡量与检验。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是
一种相形同构、互为促进的共同价值体系，如《第七
艺术宣言》与法国先锋派电影运动、《道格玛誓言》与
丹麦“道格玛 95”运动、《奥伯豪森宣言》与德国新电
影运动等等。这些理论的革新性对电影创作起到了推
动作用，而电影的创作实践又对电影理论具有反向检
验的功能。同样，《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为接下来
一系列电影美学的探索实践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这
也是不能将第五代简单地等同于中国新电影运动的重
要原因。此外，“学派”同时还指代了一种专业性和
传承性。从电影批评的角度来看，80年初期，我们
缺少专业化的电影批评，还没有产生“西方那种严格
意义上的‘专业影评人’——往往在报纸上辟有专栏，
每天或定期发表影评，并以此为专业”[24]3。因此，电
影批评的“低门槛”使得“大众影评”长篇累牍地充斥
于《大众电影》、《中国青年报》等期刊中，各地兴起
的工人影评、青少年影评、军区的战士影评等形成了
“全民影评”的热浪。电影奖项的设置也说明了这一
问题：开始于 1981年的“金鸡奖”以学术性、专业性
著称，但却在前四届的选举结果中，与以大众性、平
民性定位的“百花奖”完全重合。也大概正是在 80年
代中期，由于新电影运动的推进——西方电影理论的
引进、西方电影著作的译介以及对电影观念认识的
深入，电影的专业性才开始建立起来，如郑雪来于
1984年就倡导建立一门包含“电影理论、电影史、电
影批评的电影学”[25]。而传承性主要体现在中国新电
影运动的主将——如谢飞、郑洞天、张暖忻等人同时
从事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能够将优秀的电影理论成
果传承下去。而同一时期“学院派”电影的形成与这
一传承性同样有着紧密的关联。
作为一次电影创新运动，中国新电影自 1979年
肇始，于 1987年落幕，在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方面
突破传统、迅速革新，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电影作品，
书写了中国电影崛起的辉煌时刻，记录了改革开放在
电影领域取得的伟大成绩。同时，这一运动体现出来
的国家层面的指向性、电影创作的代表性、理论观念
的革新性，成为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一个历史性文本；
对这一语用方式的重拾与补遗，也成为解决当下电影
理论批评话语缺失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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